
第 21 卷第 5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1 No.5 
2015 年 10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                     Oct. 2015 

 

媒介融合场域下城市社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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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媒介融合进入到更深层次的建构阶段，城市社区传播的模式也在其加速的融合中演变、转合，并呈现

出新的传播范式与呈现形态。通过梳理媒介融合下的社区传播的本质、转型、意识的现状，归纳出驱动化、传导

化、簇群化、仪式化、结构化的五种传播驱力，并指出当前社区传播中所呈现出的诸如身体传播、景观建构、个

人仪式等新的空间实践特征，揭示其在国家与地域建设中的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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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定义为“传播信息和视角

的网络”以来，日常生活体验的个人世界开始与外界

链接形成一个多重的网络。它“不断分化和衍生出一

系列、相互重叠的国际的、国家的、地区的、本土的

和亚文化的领域”[1]。而公共领域在 20 世纪经历了一

次结构上的转变，它被有组织的集团形式而非个人身

份的聚集所接管，这一“重新封建化”①的过程为今天

社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得社区成为了今天社会基

层的共同体。同时，随着媒介融合的兴起与传播环境

的变迁，多种媒体并存、交织、竞争、融合。整体传

播重心下降，在诸如街道、社区等细分市场中拓展其

影响力与覆盖力，进而引发起相关的传播运行机制与

传媒格局的变革。 

 

一、社区传播：媒介融合场域下 
的转型呈现 

 

(一 ) 社区传播的本质——地缘逻辑上的组织  

建构 

社区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

斯(Ferdinand Tonnies)的《社区与社会》一书。滕尼斯

指出：“社区是使之那些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

组成的，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2]这表明社区是

由具备着特定的地域空间、稳定的社会关系、固定的

生活方式、接近的价值取向等诸多元素的社会实体所

构成的，是以熟悉、信任、依赖等心理特征为纽带进

行粘合的共同体组织。虽然今天社区的概念已经和最

初的定义有了较大差异，社区的形成除了地缘因素外，

更增加了行为、产业、仪式等诸多元素，但他所倡导

的“一切亲密的、基于情绪、内心倾向的关系是社区

的本质”这一原则，仍然是现代社区发展的精髓。[3] 

与之相对的，当前对于社区的传播研究则主要集

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地域层面，以新闻传播中的地方

新闻、地方媒体为文本来进行分析，通过个案研究来

指出地域、社区文化建构方面的独特的呈现方式；二

是媒介层面，通过实证分析来研究媒介在社区传播中

的应用，指出区别于大众、商业媒介的另类媒介特征；

三是组织层面，无论是传播学者还是社会学者都进行

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以了解社区传播与社区认同、社

区建设之间的关系[4]，进而点明社区传播与心理认同、

舆论引导、传播机制等的关系，以心理与文化的共识

层面为轴线来分析社区传播的本质。 

除此以外，社区传播具备着传播信道开放、多元

传者构成等一般大众传播模型所无法涵盖的特点。同

时，其传播过程夹杂着文化融合、信息交流、受众认

可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可以说，社区传播的本质就

是一种基于地域基础上的组织建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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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媒介融合中的转型——外围力量下的传播

质变 

随着媒介研究空间不断拓展和多元化以及媒介产

品与系统的存在，引发了现代社会彻底全然的“媒介

化”，大众媒介重塑日常生活与“公众”的轮廓已有时

日。[5]就社区传播而言，对于媒介潜在力量的认识仍

然部分源于媒介操作的广度和强度，以及他们在社区

信息流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认知，缺乏其合理的定位理

解与呈现分析。 

可以说，今天社区传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质变很

大程度上源于传统媒体的本土化、新兴媒体的立体化

和自媒体的崛起带来的传播格局和平台的颠覆性转

换，他们使得以地理界限为条件的社区分化为两条基

本的轴线：一条是传统媒体建构为主体的实体社区。

它们以内容生产为优势，在已有的传播框架中顺势进

行扩张，下降其传播重心，延展其传播链接点，创新

组织能力，转型成为“全媒体”和“大媒体”[6]。另

一条则是以新兴媒体−社交性媒体(自媒体)为基础所

形成的虚拟社区。它们以“互联网思维”为导向，呈

现出非地缘性因素的数字化全面转型。今天流行的微

信“朋友圈”、微博“好友动态”、QQ 群等都是这些

虚拟社区的呈现的形式。它们变更了社区传播的信息

交流，扩张了其内涵与外延。其结构如图 1 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媒介的深度融合提升了社区传播

的能力，同时地域性的社交媒体又使得社区传播呈现

出一体两翼的关系——一方面是社区传播的“内力”，

需要对诸多新媒体形成足够的包容力与向心力，通过

多种社区单元组合来有效地配置不同的媒介资源；而

另一方面则是媒体力量的“外围”，需要充分利用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来激发媒体自身活力，打造开放性强、

导向性强的地域性信息内容的建构、传播渠道，从而

更好地适应社区传播。 

(三 ) 社区意识的转变——公民与自我认知的  

兴起 

媒介呈现研究表明，媒体在勾勒社会的“地图”，

提供概念类别和参考框架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人

们正是通过这些来理解社会的。正如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所言，媒体能够产生“意识形态上的影  

响”[1]。在社区传播的场域下，媒介的教育功能促进

了公民的意识形态发生着转变，培养出了其公民意识

与自我认知，使其通过媒介形成了社区中的“本我”

的境况了解，促进了社区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进一

步增强了其自我的效能感。 

社区意识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公

民意识的崛起。社区是现代城市的产物，在特定的信

息场域下，人们开始逐步培养起了现代公民意识(民主

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义务意识等)。人们为社

区发展建言献策，自觉维护社区环境与公共设施，宣

传普法教育与文明礼仪等等，这与传统的大院或者街

道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人们在特定的媒介影响中，逐

步培养起了如同阿列克斯·英科尔斯所提出的“现代

人素质”。其二则是自我效能的提升。自我效能是指个

人拥有的一种“生发性能力，依靠这种能力，个体可

将自我的认识、社会和技能有效整合，并运用各种行

为以实现不同的目的”[7]。许多实证研究都已经证明

了，良好的社区传播与环境的营造，可以促使居民产

生良好的归属感，从而提升应对环境的能力以及面对

新生活的信心。②公民意识与自我效能的提升成为了今

天媒介融合影响下社区传播最为明显的转变之一。 

 

二、动力模式：演变格局中 
社区传播的驱力 

 

今天社区传播的格局演变至今，以与过去截然不 

 

 
图 1  外围力量(媒介融合)变革下的社区传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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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方式呈现，其一方面表现为外在因素之间的影响

转换，另一方面则又是社区内部之间多种要素相互作

用的结果。本文研究的“动力模式”主要是指促成今

天社区传播转变的方式。尤其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

社区体通过各种动力要素资源进行有机的整合，从而

推动社区传播力提升的具体的运行方式。 

(一) 地域合作的驱动化模式 

从社区传播的发展历史来观察，地域因素是早期

社区传播乃至社区这一概念形成的内在的核心动力来

源。在社区中，人们形成的理解社会的不同方式，不

同符码和解释性的语境以及不同的前提和关系链的形

成或多或少受到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影响，而对社区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形成，目前社会学中的大部分相关

研究也表明，社区居民的居住年限、人际关系等是影

响社区归属感的主要因素。[8]目前，社区传播早以由

传播同质性较强的“单位大院”走向了传播多元化发

展的“商品房小区”，曾经的因为地域而形成的社区也

开始转变：这一方面是由于社区居民的不稳定性特征

增加，流动人口的加剧使得内部的人际关系弱化，另

一方面也是由于目前的社区普遍缺乏参与的调动力

量，使得对社区的满意度难以估量。 

但我们需要明白，地域合作形成社区这一核心的

动力源依然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多的地方经验性研

究表明，即使是在最强大的国家力量与全球资本面前，

也存在着“地方性逻辑”[9]。这里的地域合作有着两

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传统地理意义上的，因为地域

而形成的社区传播，并且随着地域的变更所形成的社

区传播的变化。在这里，地点意味着“空间内我们定

居下来并能说明我们身份的具体位置”[10]。二则是指

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地点反向过程——“再地域化”合

作的结果，即人们共同的参与着地点的制造，通过社

区公共空间的交往行为而人为的为社区空间赋予了意

义，从而制造出属于自己的地点，实现地点的意义赋

予。这里表明了，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

摸不定：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

其建构而成。[11] 

(二) 社区产业的传导化模式 

社区产业的形成是促使社区传播转变的重要因素

之一。对于社区而言，城市化进程或偶然的因素诱发

了其动力模式的萌芽，然后变革出基于社区文化结构

之上的产业组织形态。目前我国的社区自身内部的产

业主要集中于媒体、零售等方面。一些经济基础较好、

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社区已经出现了自己雏形的媒体

产业，如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办事处的《读麦》杂

志，同时东城区的一些街道也有了自己的报纸。[12]还

有一些小区也有着自己的内部报纸、杂志等等。 

在新型的城市社区框架下，企业和政府是社区产

业演变的两大核心动力。这里因产业传导而产生的社

区传播驱动力主要体现三个方面：其一是企业产业。

最为明显的是由知名房企打造的同名品牌所形成的小

区聚集地。诸如万科的“金色”系列、保利的“花语”

系列楼盘等等，他们以品牌为契机所构成的社区传播，

呈现出了蕴含着自身企业文化在内的社区传播新特

征。其二是政府产业园。产业园多由政府主导，成为

了吸引人才、招商引资、对外开放的主要载体。它们

以“孵化”为特征，形成了诸如软件园、汽车园、创

业园、服装园等特色产业，它们以共同的产品生产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社区文化，其传播与推广也呈现出截

然不同的方式。其三是特色产业。特色性主要体现在

不同的聚居地所形成的不同社区传播特征，如别墅区

与商业区、度假村与棚户区、旅游地产与刚需产业等。

他们的定位不同，阶级不同，所以其居民的传播也呈

现出不同的特征。其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双重力量(企业、政府)影响下的社区产业化发展 

 

(三) 媒体圈子的簇群化模式 

早在上个世纪初，费孝通就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

切入点，观察到中国乡村存在着“圈子”这一独特的

社会关系格局，并认为这一格局与西洋(西方)社会的

“团体格局”是截然不同的。[13]而随着互联网的不断

发展，因社会实体而建构的圈子开始通过媒体而出现

有限的聚集，为现实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线下圈子提供

了一种新的传播方式—— 一种不同程度上缩小了时

间阻碍、空间维度和身份障碍联结的链接方式。 

随着受众对媒体圈子的固定与使用，产生了吉登

斯(A.Giddens)所谓的“现代性的后果”：即现代性通过

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力量，对空间与时间进行重组，

致使社会体系的“脱域”，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远

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11]单看媒体的驱

动力，近年来随着诸如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用户规模

的扩大，社区报纸、广播、电梯电视等传播媒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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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展以及大众传播媒体的“社区化”程度的加深，

促成了用户“簇群化”现象的进一步形成，充实了虚

拟和现实社区的传播建构所依赖的受众基础，并对现

实社区情景的开展产生影响。如图 3 所示。 

 

 

图 3  媒体圈子互动驱力示意图 

 

注意： 

①指由与社区群体和网络联结起来的传播渠道所

组成。如微博好友圈、微信群等； 

②指在其所占的空间内，能够收到最小限制的情

况下，社区的自身媒体。如社区宣传栏、社区电梯电

视等； 

③指本面向多数人的媒体向“小众化”发展的产

物，从而促进市场化，拓宽消费者的选择。如报纸进

社区、社区广播等。 

同时，福柯的理论也解释了这样一个过程，即各

种不同的意义如何经过碰撞组合，最终创造出全新的

主观性意识和理念。[5]可以看到，当受众共同使用统

一的媒体平台，诸如社区 QQ 群、社区微信公众号、

社区微博好友圈、社区论坛等时，其必然会产生或意

识或行动的统一，媒体圈子的聚集使用产生了受众的

簇群，进而对社区传播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 群体行为的仪式化模式 

詹姆斯·凯瑞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大众传播具有

一种仪式性的意义——大众传播能够把人们聚合在一

起，可以使人们坚信社会事物下面蕴涵的连续性，展

现出精心编辑的符号，从而在受众中培养起一种集体

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1]在今天的社区传播中，不仅

是传统的大众传播仪式性的影响，群体的仪式化行为

也已经成为传播沟通社区内部信息的重要方式与文化

事象，成为建构社区文化，转变社区传播现状最有效

的内推力之一。 

诸如社区中举行的业主大会，在大会上大家对社

区建设各抒己见，或更改物业管理，或提升小区绿化，

或引入新型媒体，或进行健康宣传等，为社区建言献

策。而每逢假日佳节之时，诸多小区要举行文艺演出，

节目由大家自编自导自演，看似娱乐游戏，却其乐融

融，营造出一种欢乐的气氛。而体育竞技也是群体仪

式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社区举行的拔河活动、羽毛

球、篮球赛等，这些活动一方面让个人主动参与进社

区传播的场域之中，充分的体现了传播的主动性与娱

乐性，而另一方面又让个人“沉浸”在社区的仪式活

动中，受到大家的强烈感召力，体现出了传播的双   

向性。 

仪式是生产和强化组织集体力量和道德力量的手

段，它并非只把信仰向外传播出来，还能够把信仰周

期性地再生产，调节维持和传递组织构成所依赖的情

感。[14]这些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的仪式化活动不仅仅有

着凝聚社区，增加归属感的作用，还在不知不觉中建

构与推进着社区传播的转变，形成组织与群体传播场

域，促进了集体意识的形成，为公共交往与空间实践

奠定了受众基础，巩固了其固有的价值。 

(五) 空间结构的演变化模式 

社区场域下的空间结构，从狭义上或多或少与其

社区的建筑有关。“对典型建筑物的研究与理解，是理

解一个社会所拥有的意义世界的最为可靠和有效的途

径之一”。[15]随着社区的发展，建筑不仅成为了蕴含

着一定功能性的空间，还成为一种传播空间化的重要

形式，具有着一定表意的传播价值。在今天的社区场

域中，建筑以不同的视、听、知觉形式参与着人们的

意识互动，建构人们的日常观念，影响着社区传播的

转变。 

在今天的社区传播中，建筑的演变通常体现在其

三个方面的转化。其一是充当典型符号。今天诸多城

市的地标性符号多为建筑物，它们定义着区域或为商

业，或为住宅，或为综合体的不同的传播态势与身份

定位。从符号学分析，其“所指”的层面扎根于不同

的文化语境之中。其二是公共场域。今天社区建设中

坝子、草坪、露天广场等已经必不可少，这些建筑合

围所形成公共场域为社区传播的建构提供了足够的空

间。作为一种互动过程，地点制造的过程有赖于空间

实践和社区传播，而社区传播也在这些建筑构建中完

成其“集中化”“标识化”的过程；其三则是私人领地。

今天中国社区建筑形成了一种通用模式，并被整体性

地默认和遵从，这种合法性虽然没有在制度中被明确，

却被反复地生产和复制。 

 

三、核心建构：融合路径下 
空间实践的兴起 

 

随着媒介融合的加深与上文中提及的诸多动力模

式的推进，人们开始在社区传播中通过自身实践，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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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起新的空间逻辑与地点呈现。这表明今天建构社区

传播的核心已经发生了一定层次的变化——在既有着

公共交往、媒介运用等传统传播的元素上，呈现出了

诸如身体传播、景观建构等新的呈现元素。可以说，

这些变化意味着从地点、个人、媒介、空间等诸多层

面考察着人们如何通过社区公共空间的交往行为，来

对对社区传播进行了新的意义赋予，从而实现其新格

局下的重新定位。 

(一) 身体传播与公共交往 

身体是人为的叙述符号之一，许多研究身体语言

的著作认为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是区别于有声语

言的非词语性的身体符号，其具有着强大的沟通功 

能。[16]身体传播兴起于 20 世纪末，广义的包括行为

语言传播、肢体语言传播和口头语言传播三大类，狭

义的诸如手势、姿势、眼神，甚至发型、配饰、衣着

等都可以看成是身体传播的符号组成部分之一，身体

传播是人们表达情感、态度、想法最常见的方式之一，

揭示着人们的思想和意图。 

今天在社区交往中，人们“身处行动中”聚集，

产生了诸如打招呼、接吻、眨眼睛等身体传播行为。

而人们在诸如健身场所、广场舞坝等社区地域空间进

行跑步、跳舞等空间实践，我们就可以将其看成是一

种社区内的身体实践，或者说是以身体为中心的空间

实践。人们通过这种“互动式身体链”形成了公共交

往的契机，身体的协调一致又产生高度的情感连带。

高度的相互关注跟高度的情感连带相结合，将导致“与

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17]可以说，社区内

的身体传播已经成为了今天社区传播的核心呈现方式

之一。 

(二) 媒介运用与空间实践 

社区传播有赖于媒介运用与空间实践，三者作为

一种互动过程而相互影响。社区传播需要在一定时空

内进行符号的建构，就一定离不开人际传播中对特定

空间里的集中化与标识化，而同时又需要通过媒介渠

道来进行信息输送与环境对话。所以在一定意义上，

今天的社区传播已经转变成了以人为符号的空间实践

和以媒体为渠道的媒介运用相互作用的表意形式，空

间实践与传播行为相互重叠，并让人们使用媒体进行

信息分层与建构意义。 

空间实践较为常见的有两种形式。其一是人们在

空间中灌注了自身的实践行为，其有时是人际的互动，

有时则经由媒介渠道，因此媒介运用在社区传播的运

用价值在于其超越了偶然和当下的情景，使得传播成

为跨越空间和时间的行为，成为一种“网状化”，而并

非一种简单的“人地关系”；其二则是一种关心与非关

心性互动的呈现。盖尔(J. Gehl)认为，“空间形式对社

会关系的发展不具有促进作用，但这并不否认物质环

境以及功能性和社会性的空间处理能给拓展或扼杀发

展机会”[18]。这表明在今天一定地理范围内的社区中，

即使是完全陌生的人际传播也不存在绝对的“盲点”，

其介于熟悉与陌生程度的转换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同

时也一定程度的保留着隐私性，成为现代社区新的传

播特点之一。 

(三) 景观建构与社区场域 

在城市中，人们往往根据标志性建筑识别方位，

这些建筑就是城市意象的重要元素。[19]社区也如此。

今天人们对社区的空间实践不仅停留在身体传播及媒

介运用上，其对物质层面的改造，即景观营造也体现

出社区传播的新的特点与方式。今天社区场域中，常

见的景观有道路、草坪、凉亭、花团、雕塑、健身器

材等景观。它们或是由居民、或是由建造者对社区进

行了这些构建和改造，从而改变了传统社区的空间布

局和景观，形成了新的社区意象，有的社区景观和意

象甚至成为了地方文化与社区认同的符号。 

比如社区中的凉亭、观赏石等符号，这些意象就

是社区文化的文本载体，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对于不

了解社区的人来说，这些文本成为了认知社区的核心

元素之一。它们存在于社区空间之中，以跨越时间的

方式将诸多元素链接起来，使空间富有了意义。更为

重要的是，这些符号与社区空间构成了高强度的链接

关系，不可分割。比如在潮州，居民大费周章的将一

颗老树运回原地移植就是列证，居民认为 80 多年里老

榕树已经成为了社区的一份子，见证了社区的发展 

史。[20]这棵老树成为了整体“社区网络”的一部分，

共同编织起紧密联系的社区文化，使得整体社区文化

链完整。它不仅仅是一棵树，还成为了社区的集体   

记忆。 

 

四、结语 

 

曾有学者认为，现代人已经突破了社区这类的“小

小盒子”，开始借助互联网等建构以个人为中心的网

络，受制于空间决定论的社区观念已经不符合实际的

生活。本文则认为，虽然社区的概念随着城市化的进

程而改变，社区传播也在呈现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

特点，但现代的社区传播依旧立足于社区自身，只是

在诸多动力驱使的作用下开始呈现出了身体传播、景

观构建、空间实践等新的传播方式与特点。 

更为重要的是，让这些现象得以发生的动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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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而改变的。因此，今天

的社区传播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面对这些驱力的

影响，具备着“兼容地方性的全球感”传播思维，来

积极的面对社区传播的大变革。转变传统的狭隘的地

方主义，努力营造新的传播格局和方向。 

 

注释： 

 

① 这里的“重新封建化”为哈贝马斯自己所定义。他认为以理性

为基础运作的公共生活遭到了破坏，现代媒介陷入了公共关

系、广告与大企业的控制中，成为了操纵公众的工具。 

② 美国传播学者桑德拉·鲍尔(Sandra Ball)连续长达十年的研究

项目《传媒转型：改变社区粘合纽带》证明“传播行为背景”

受到经济、环境、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反作用着身

处其中的人们。社区居民的“叙事参与”不仅不是被动的，而

且在长期参与的过程中培养起居民自身的融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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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dynamic evolving model of city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under media integrati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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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media integration advancing to a deeper construction phase, the pattern of city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also develops and transforms in the accelerated integration, hence exhibiting new communication 

paradigm and presentation forms. The present essay focuses on the dynamic model of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By 

analyzing the nature, transformation, ideology condition of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we intend to summarize five 

types of communication forces: driving, transmitting, clustering, ritualizing and structuring. Besides, we exert emphasis 

on such new practical features as idiosoma communication, landscape communication and personal ritual occurring 

nowadays, and attempt to disclose its repositioning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state and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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